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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身份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 

意愿及行为吗？ 

——基于 28 省份 3305 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付振奇 1   陈淑云 2 

 

 

摘要：本文从户主是否为党员和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干部两个维度界定农户是否拥有政治身份，

并使用全国 28 个省份 3305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政治身份对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

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有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概率要高于没有政治

身份的农户，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的概率要高于家庭成员中没有干部的农户；其

次，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越小，在土地转出中也更善

于利用政府或村集体所提供的相关服务；最后，与户主是党员的农户相比，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

户在土地流转中更具有权力优势。因此，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防止产生因政治身份差

异所引起的阶层固化现象。 

关键词：政治身份  干部  土地经营权  流转意愿  流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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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们都强调中国独特的政治体系对于经

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杨瑞龙等，2010）。在社会变革中，公民运用个人政治身份为其所在组织谋取利

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正是中国社会需要警惕的。农村一直是社会改革的重要领域，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后乡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项改革中，

身份角色使拥有政治身份的群体在乡村社会中备受关注。作为国家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这一群

体的行为及其倾向将直接影响放活土地经营权相关政策的落地，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 

在国家权力嵌入乡村基层社会的背景下，有政治身份是部分农户的共同标签。已有的阶层理论

都暗含这样的假设：有着相同特质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倾向。一个不可忽略的

事实是，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既处在随乡村社会演化形成的规范和非正式制度之中（肖瑛，2014），

同时又依托于党政组织，其群体特性值得关注。就农户个体来说，土地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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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是农户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村社会的阶层。在这个过

程中，农户类似的行为倾向显得尤其重要。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

会形成一致的行为倾向。若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讨论这一问题对当前稳步

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对政治身份所起作用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例如李维安、徐业坤，

2013），政治身份对企业融资（例如 Infante and Piazza，2014）、企业风险（例如钱先航、徐业坤，

2014）、子女收入（例如杨瑞龙等，2010）、个人获取银行贷款（例如 Chen et al.，2014）及乡村社

会借贷关系（例如 Banerjee et al.，2010）的影响等。对政治身份在乡村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多围绕村

干部等基层政治精英展开。学界对政治精英的产生、更换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研究使村干部群体的

整体形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参见肖唐镖，2006）。韦伯、萧公权、杜赞奇等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

研究以及双重角色论（参见徐勇，1997）、双重边缘化角色论（参见吴毅，2002）、弱监护人理论（参

见申静、陈静，2001）的提出，使拥有政治身份群体在公共事务中的行为特征更加明晰。在农村土

地市场，村干部群体在土地利用及乡村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谢琳、罗必良，2013）。

受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限定，目前的相关研究多关注乡村干部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和定位，而对其自

身处理土地资产等行为中所蕴含的“私性”则较少涉及。相对而言，乡村干部的“私性”反映着其

真实的行为动机。同时，村干部自身的标签化特征使其与一般农户的差异性被社会大众所密切关注。

就拥有政治身份的群体来说，他们在与政府相关部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植根于乡土社会，这一特征

使其处理家庭土地资产的决策与没有政治身份的农户相比，会有一定的差异（Chen，2011），这种

差异不仅表现在村干部群体与非村干部群体之间，还可能体现在整个拥有政治身份的村民群体与无

政治身份的村民群体之间。 

土地流转决策的相关研究发现，宏观制度性特征和农户个体特征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

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制度性特征因素看，主要包括地权稳定性（例如田传浩、贾生华，2004）、产权

保护强度（例如 Mullan et al.，2010；De Janvry et al.，2015）、社会保障（例如闫小欢、霍学喜，2013）

等，上述因素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制度性环境，同时也影响着农户对于土地流转行为本身的认知。从

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来看，自身的实际条件是行为发生的基础，农户个体层面的土地流转是其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决策。已有研究认为，农户的风险意识（例如李景刚等，2014）、兼业程度

（例如胡新艳等，2013）、就业状况（例如张忠明、钱文荣，2014）等也是他们在土地流转决策中考

虑的重要因素。拥有政治身份的村民群体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连接的纽带，且他们通常有良好的

认知能力、更强的资源优势，这使他们在土地流转中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进而会影响他们的相关

意愿及行为。对拥有政治身份的群体来说，显著的“示范效应”使其行为更容易对乡村社会的发展

产生影响。因此，从政治身份的角度研究农户的土地流转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政治身份的视角切入，剖析政治身份所蕴含的能力、

社会网络资本、权力优势等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以期分析政治身份影响土地流

转的内在机理，进而弥补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其次，按照行为发生的逻辑，本文引入“家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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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共享”的概念，扩展拥有政治身份群体的范围，将家庭中的干部成员、党员成员纳入其中，使

本文对问题的分析更贴近现实； 后，对拥有政治身份群体“私性”的挖掘更能反映其真实的行动

起点。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政治身份一直以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帕森斯把“权力”视作一种系统性的资源，在中国上千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权力也是资源获取的重要手段。在传统乡村社会，拥有“身份”的士绅、精

英在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中掌握着“话语权”。政治身份将“身份”与国家、政党联系起来，政治权

力藉此嵌入乡村社会基层，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土地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资源，

若将其置于“权力”的内涵之中，就拥有政治身份的个体来说，其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在一定程度

上就反映着乡村权力主体对待土地流转的态度。通常来讲，乡村社会中的政治身份至少包括党员和

干部两种，但对农户个体的决策来说，无论是党员还是干部，在乡村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共通性，这

种共通性体现在政治身份所蕴含着的个人能力、社会网络资本、权力优势等因素之中。 

首先，政治身份本身是个人能力的体现（Li et al.，2007）。个人能力涵盖聪明的头脑、良好的

人际关系、较强的毅力等因素。已有的研究认为，能力与收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宁光杰，2014）。

就土地流转来说，农户拥有较强的能力，就意味着他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可能有更明智的安排。从农

户获取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相对于将土地闲置，转出土地可能是一种更优的策略；相对于耕种少量

土地，规模经营可能是一种更优的策略。然而，对于能力较强且同时拥有政治身份的人来说，这并

非必然的结果。正如黄宗智（2000）所主张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互交迭”观点一样，土地除

了能使农民获得经济收益外，也使农户将自己与其在乡村社会所拥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如果农户

在村庄中承包了土地，便是村集体的成员，享有集体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刘守英，2000）。在土地

所有权主体相对模糊的情况下，使用权在农户心中被强化，农户所享有的集体成员权利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在土地使用权方面。一般而言，能力越强，农民进行职业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但

是，对于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来说，户主能力越强，可能对土地“保留意义”的认识越清晰，这类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反而会越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户主个人能力越强，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但对于拥有政治

身份的农户来说，户主个人能力越强，反而越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 

其次，政治身份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途径是社会网络资本①的获取及应用。就户主是党员的农户

来说，加入党组织会使其有更多的组织依赖、更多的社会关系，对政府或村集体所提供的土地流转

                                                        
①社会网络资本指个人借助或使用其社会关系获取的资源（王卫东，2006）。个人可以通过两种社会关系获得这种资源：

一是经个人获得团体或组织的成员资格进而获得资源；二是通过个人的人际关系去获得资源。在本文中，由于考察的

是政治身份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此，仅考察农户通过拥有政治身份而获得党组织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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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①也会有更多了解。政府提供土地流转服务扩大了农户社会网络资本的获取范围，使其在土地流

转中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但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往往对这种服务更加关注，因为作为党员的户主

能依托党组织，且相比于其他农户，他们也会更信任这种服务。因此，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在理论

上讲会更方便地获取和利用政府或村集体提供的土地流转服务。实际上，获取和应用社会网络资本

的优势不仅存在于拥有政治身份的群体之中，个人能力高的群体同样可能具有这种优势。但是，与

政治身份本身的资源依托不同，个人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社会网络资本获取优势所涉及的范围更广，

也更具有开放性，政府或村集体提供的流转服务仅是这类农户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众多渠道之一。同

时，这种服务的获取与应用与政治身份联系紧密，用反映农户政治身份的相关变量与政府或村集体

是否提供流转服务的交互项来衡量拥有政治身份群体对社会网络资本的获取及应用情况，更便于分

析政治身份与社会网络资本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2： 

H2：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在获取和应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更具有优势。 

再次，政治身份为权力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便利。多数理论都曾将政治简单地等同于权力，在某

一单位体系内部，权力也可被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支配能力，但在一个开放体系中，权力更多地体

现为资源优势，这种优势既来自于拥有政治身份群体本身能力的提升，也来自于权力所蕴含的“关

系网络”（Foucault，1978）。与普通党员相比，干部②是这种“优势”的拥有者。从农户个体决策的

起点来看，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力本身并非一定是寻租的代名词，干部的权力也意味着一种关系

网络应用及资源获取的能力。同时，权力本身所蕴含的威信提升、信息资源获取等优势使这种能力

得以提升并放大，这是一般党员很难具备的，可以将这些统称为“权力优势”。在现实环境中，这种

权力优势并不局限于户主本身，按照家庭政治关系共享（Li et al.，2007）的说法，在家庭决策过程

中，如果家中有成员拥有干部身份，那么，其权力优势便可能被全体家庭成员利用。就家庭土地资

产的处理来说，户主在家庭决策中有极大的决策权力，在家庭“干部资源”共享过程中，干部家庭

成员（简称“干部成员”）的权力优势可能要通过户主来发挥，以便更好地应用社会网络资本进而从

中获益。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相对于党员来说，干部拥有更多权力优势，家中干部成员的这种权力

优势的发挥要通过户主应用其个人能力及社会网络资本来实现。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个人能力、社会网络资本、权力优势是政治身份

影响土地流转的主要途径（影响逻辑可见图 1）。从对政治身份通过社会网络资本影响土地流转的理

论分析中可以看到，干部身份与党员身份所发挥的作用有着共通与差异之处，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有必要对党员身份与干部身份之间的关系及两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种直观的看法是，党员身份是将农户与国家政党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而干部身份更多地意味着

                                                        
①主要指政府或村集体出面设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帮助农户流转土地，或以其名义帮助进行土地流转的其他活动。 

②本文采用对干部的定义广义，指承担国家政权监管职能的工作人员（杨雪冬，2011），涵盖村干部、乡镇政府的工作

人员及其他各级承担政权监管职能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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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权力优势，因此，党员身份与干部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递进关系。不过，在农户的土

地流转决策过程中，权力优势固然存在，但这种递进关系却并非一种必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

家庭决策的过程中，拥有政治身份的家庭成员也可能会影响家庭决策。在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过程

中，户主、党员成员身份、干部成员身份都至关重要。如果单一地考察户主的政治身份，那么，决

策的起点是一致的；在户主是干部时，这种递进关系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纳入家庭政治关系

共享的观点，党员与干部之间的递进关系便不一定成立，两者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并列关系。两者的

对比关系形成对权力优势的反映，这也构成了下文研究权力优势发挥的依据。 

    

 

图 1  政治身份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逻辑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百村观察”项目 2014 年在全国 28 个省份（不含北京市、

上海市和天津市）开展的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具

体抽样过程是：首先，在考虑各省（区、市）农村人口比例的基础上，按目标样本总量来分配各省

（区、市）的样本村庄数量；然后，对各省（区、市）内的县按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并

在样本县内随机抽取样本村庄； 后，对样本村庄的农户按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分层，从各层中分别

随机抽选。调查中，户主为首选受访者，家庭的主要决策者为次选受访者。调查覆盖 28 个省份的 255

个村庄，获得有效样本 3305 个，分布范围较广。从样本基本特征（见表 1）看，样本具有代表性。 

 

表 1                          受访者和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指标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指标 选项 户数（户） 比例（%）

男 2544 76.97 是党员 720 21.79 
性别 

女 761 23.03 

户主是否是

党员 不是党员 2585 78.21 

年龄 35 岁及以下 200 6.05 家中是否有 有干部 521 15.76 

户主是党员 

家中有成员是干部 社会网络资本 

政

治

身

份 

家庭

土地

流转

决策 

户主个人能力 

权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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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0 岁 1166 35.28 成员是干部 无干部 2784 84.24 

51～65 岁 1472 44.54 3 万元及以下 1177 35.61 

66 岁及以上 467 14.13 3 万～7 万元 1116 33.77 

汉族 2808 84.96 

家庭年收入

状况 
7 万元及以上 1012 30.62 

民族 
少数民族 497 15.04 1～3 人 1139 34.46 

已婚 3014 91.20 4～6 人 1914 57.91 

未婚 89 2.69 

家庭人口数 

7 人及以上 252 7.63 

离婚 27 0.82 0～2 亩（含 2 亩） 2139 64.72 
婚姻状况 

丧偶 175 5.29 2～5 亩（含 5 亩） 581 17.58 

0～6 年 1435 43.42 5～10亩（含10亩） 303 9.17 

7～9 年 1313 39.73 

人均承包地

面积 

10 亩以上 282 8.53 

10～12 年 471 14.25 东部地区 915 27.69 

受教育年

限 

12 年以上 86 2.60 中部地区 1378 41.69 

       

地区分布 

西部地区 1012 30.62 

注：承包地包括水田、旱地、草场和林地。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类：一是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选项包括有土地流转意愿（行

为）和无土地流转意愿（行为），是二分类变量；二是土地流转意愿类型和行为类型，包括有土地转

入意愿（行为）、有土地转出意愿（行为）、既无土地转入意愿（行为）也无土地转出意愿（行为）3

种，是多分类离散变量。 

2.关键变量。本文以户主是否是党员和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来识别农户的政治身份，用户主

受教育年限和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来分别测量户主的个人能力、农户的社会网络资

本。同时，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是否有权力优势①。权力优势的作

用机制中，户主的个人能力及农户的社会网络资本可能发挥着中介作用。户主是否是党员和户主受

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和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可以用来识别有政治身份的

农户是否通过户主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产生影响；户主是否是党员和政府或村集体是否

提供土地流转服务的交互项、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和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的交互

项可以识别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情况。 

个人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衡量，但它与受教育年限密不可分（岳希明等，2010）已成为学

界共识。按照多数学者的做法，个人能力可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由于户主在家庭决策中有重要作

用，本文用户主受教育年限来测量户主的个人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政治身份变量与个人能力变量

                                                        
①从理论上而言，个人能力、社会网络资本、权力优势三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文中所使用的 3 个变量对

应的主体分别为户主、政府或村集体及家庭成员，三者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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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导致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模型估计之前，本文对变量进行相关

性检验，并计算方差膨胀因子，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农户的社会网络资本状况同样也较难识别。Flap and De Graaf（1986）指出，可以用社会网络资

源的提供情况来衡量社会网络资本状况。结合前文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定义，农户可以利用其所属

组织或自身的人际关系提供的网络资源来流转土地。就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所属组织提供的便于土

地流转的资源来看，主要是政府或村集体所提供的土地流转服务，尽管这种服务是面向所有农户的，

但拥有政治身份的人对其使用更有便利性。因此，用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作为衡量

社会网络资本的变量，可以较好地体现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情况①。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已指出，相比于一般党员，干部拥有更多的权力优势。在家庭决策中，如果

纳入家庭政治关系共享的观点，家庭成员的干部身份也可能会被全体家庭成员利用。因此，本文用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来识别家庭的权力优势。 

3.控制变量。De Janvry et al.（2015）指出，产权保护强度能够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因此，本

文在分析中引入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量。张忠明、钱文荣（2014）和王亚楠等（2015）的

研究指出，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以及村庄地形、村庄人口数量也可

能会对土地流转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引入了这些控制变量。贺振华（2006）指出，农户在土地上

投入越多，土地也就越难进入流转市场，因此，本文控制了亩均生产投资②这一变量。此外，本文认为，

村庄距离城市越近，农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越容易受城市的影响，农户也越便于获得土地流转信息，

因此，本文引入了村庄与县城的距离变量。为降低异方差性的影响，文中对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亩

均生产投资、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村庄人口数量 4 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考虑到区域间差异，在模

型估计过程中还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土地流转意愿 是否有土地流转意愿？无=0，有=1 0.4324 0.4955

土地流转行为 是否发生了土地流转？无=0，有=1 0.3089 0.4621

土地流转意愿类型 既无土地转入意愿也无土地转出意愿=0，有土

地转入意愿=1，有土地转出意愿=2 

0.6884 0.8525

因 

变 

量 

土地流转行为类型 既无土地转入行为也无土地转出行为=0，有土 0.4865 0.7783

                                                        
①从广义上衡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方式来看，用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这一变量来衡量社会网络资本并不

十分精确，但这一变量与本文的研究主题比较接近，并且，这一变量与政治身份的交互项能够较好地衡量拥有政治身

份的农户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情况，因此，本文选择这一变量来衡量农户的社会网络资本。 

②亩均生产投资主要是种植投入，包括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的费用，灌溉费用，机械投入费用（机耕、机播、

机收费用）和雇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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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转入行为=1，有土地转出行为=2 

户主是否是党员 不是=0，是=1 0.2179 0.4128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 没有=0，有=1 0.1576 0.3645

户主个人能力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7.1994 3.4936
关键

变量 
社会网络资本 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没提供

=0，提供=1 

0.0336 0.1802

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无=0，有=1 0.5059 0.5000

户主性别 女=0，男=1 0.7694 0.4213

户主年龄 2014 年实际年龄（岁） 53.3610 11.5020

家庭人口数量 2014 年家庭总人口数（人） 4.2436 1.6389

人均承包地面积 2014 年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总人口（亩/人） 14.8943 127.5175

亩均生产投资 2014 年每亩地的生产投入（元） 528.2690 1504 

村庄地形状况 非平原=0，平原=1 0.3074 0.4615

村庄与县城的距离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公里） 24.8923 22.5014

村庄人口数量 所在行政村 2014 年总人口（人） 2306 1553 

地区虚拟变量    

东部 其他=0，东部=1 0.2769 0.4475

中部 其他=0，中部=1 0.4169 0.4931

控制

变量 

  西部 其他=0，西部=1 0.3062 0.4609

注：上述变量的观测值数均为 3305。 

 

（三）研究方法 

从理论上说，土地流转意愿与土地流转行为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但调查结果显示，

这种逻辑关系实际上并不严格①，因此，本文将两者的影响因素模型分开进行估计。在本文中，土地

流转意愿与土地流转行为都是二分类变量，设为 y 。当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或行为时，y =1；否则，

y =0。由此，构建二元 Probit 模型如下： 

( 1| )i i iPro y X X   （ ）                       （1） 

（1）式中， iX （ ）为正态分布的概率函数， iX 表示影响农户 i 的土地流转意愿或行为的

自变量， 表示自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或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土地流转意愿或行为存在转入与转出两种类型，为进一步分析农户政治身份对其土地流

转意愿和行为类型的影响，本文构建多项 Probit 模型如下： 

                                                        
①在有土地流转行为的 1021 户农户中，76.69%的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在无流转意愿但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中，

32.33%的农户参与的是由政府、村集体、企业等主导的强制流转；33.89%的农户因为家中缺乏劳动力或户主年老而

年轻人不愿意耕种而不得不进行土地流转；其余农户无流转意愿但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原因比较分散，主要包括土地面

积太小、耕种不便、不愿意土地抛荒、帮亲友照看土地、为满足自家农业生产而不得不转入土地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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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i i ik ij ij ikPro Y j | X Pro ε ε X X β k     （ ） （ ） ，，              （2） 

（2）式中， y 表示土地流转意愿类型或土地流转行为类型。当农户既无土地转入意愿或行为

也无土地转出意愿或行为时， y =0；当农户有土地转入意愿或行为时， y =1；当农户有土地转出意

愿或行为时， y =2。 j 、k 均表示土地流转意愿或行为的类型； 代表随机扰动项。 

四、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表明

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文中在使用二元 Probit 和多项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后，为检验

结果的稳健性，也同时用二元 Logit 和多项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①。为节省篇幅，文中仅给出二元 Probit

和多项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一）户主是否是党员及户主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 

表 3 中方程 1 至方程 3 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为党员的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要高于户主

不是党员的农户，其有土地转入意愿和土地转出意愿的概率也要高于户主不是党员的农户。户主受

教育年限越长，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越高。户主为党员并且受教育年限较长时，其有土地转

入意愿的概率较低，这可能与农户职业转变的意愿较强有关②。 

 

表 3           户主是否为党员及户主个人能力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土地流转意愿 土地转入意愿 土地转出意愿 土地流转行为 土地转入行为 土地转出行为

主要自变量或指标 方程 1 

（二元 Probit） 

方程 2 

（多项 Probit）

方程 3 

（多项 Probit）

方程 4 

（二元 Probit）

方程 5 

（多项 Probit） 

方程 6 

（多项 Probit）

0.2012*** 0.1892* 0.2839*** 0.1009 0.1200 0.0668 户主是否是党员 

（0.0618）  （0.1022） （0.0947） （0.0638） （0.1086） （0.1045） 

0.0209*** 0.0239* 0.0274** 0.0216*** 0.0054 0.0409*** 户主个人能力 

（0.0080） （0.0139） （0.0124） （0.0083） （0.0146） （0.0143） 

-0.0217 -0.0523* -0.0052 -0.0398** -0.0464 -0.0523* 户主是否是党员×

户主个人能力 （0.0173） （0.0296） （0.0262） （0.0180） （0.0323） （0.0299） 

-1.3433*** -3.7230*** -1.9590*** -1.2883*** -3.8725*** -2.3704*** 
常数项 

（0.3072） （0.5421） （0.4798） （0.3175） （0.6375） （0.5500） 

Wald 卡方值 367.09*** 624.19*** 624.19*** 224.52*** 591.02*** 591.02*** 

                                                        
①两种估计方法所得结果在变量的显著性状况和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 

②从理论上说，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其职业转变的可能性越大；但同时，农户也越有可能转入更多的土地。表 3 中

的估计结果否认了后一种可能。对于有党员身份的户主来说，其能力相对较强，如果受教育年限又较长，那么，其职

业转变的可能性会较大，也就较不愿意转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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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R2 0.0870 — — 0.0604 — — 

注：模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资本变量和表 2 中所列的 10 个控制变量，受篇幅所限，有关拟合结果没有在表中报

告。括号内数字为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3 中方程 4 至方程 6 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是党员和不是党员的两类农户间土地流转行为的

发生概率并无明显差异。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发生土地流转的概率越大。这说明，户主个人能

力在农户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了发挥。户主为党员且受教育年限较长时，其发生土地流转的

概率较低。究其原因，与户主不是党员的农户相比，户主是党员的农户政治意识可能更强，也更重

视保留土地经营权所体现的集体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户主个人能力越强，其获取收入的渠道可能

越多元，收入也可能越高，同时，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在农户顺利实现土地流转并获得较

高收益的难度较大时，土地承包权所体现的集体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也就更容易得到重视。这时，

土地更具有“保留意义”。 

（二）户主是否是党员及社会网络资本对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 

表 4 中方程 7 至方程 9 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或村集体是否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对农户土地流转

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户主是否是党员与这一变量的交互项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对于

户主是党员的农户来说，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在短期内不足以改变其原本的土地流转意

愿，他们更可能根据自家实际情况来确定土地流转意愿。 

 

表 4          户主是否为党员及社会网络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土地流转意愿 土地转入意愿 土地转出意愿 土地流转行为 土地转入行为 土地转出行为

主要自变量或指标 方程 7 

（二元 Probit） 

方程 8 

（多项 Probit）

方程 9 

（多项 Probit）

方程 10 

（二元 Probit）

方程 11 

（多项 Probit） 

方程 12 

（多项 Probit）

0.1732*** 0.1149 0.2796*** 0.0487 0.0596 -0.0043 
户主是否是党员 

（0.0576） （0.0976） （0.0879） （0.0595） （0.1036） （0.0996） 

0.0490 -0.1975 0.1632 0.2197 0.4389* 0.1907 社会网络资本 

（0.1435） （0.2609） （0.2143） （0.1451） （0.2503） （0.2390） 

0.3079 -0.0973 0.5486 0.2457 -0.1309 0.7503* 户主是否是党员×

社会网络资本 （0.3087） （0.4967） （0.4400） （0.3027） （0.5093） （0.4763） 

-1.3299*** -3.6643*** -1.9816*** -1.2491*** -3.8121*** -2.3411*** 
常数项 

（0.3067） （0.5396） （0.4799） （0.3167） （0.6366） （0.5509） 

Wald 卡方值 366.72*** 628.00*** 628.00*** 222.30*** 592.85*** 592.85*** 

伪 R2 0.0869 — — 0.0593 — — 

注：模型中加入了户主个人能力变量和表 2 中所列的 10 个控制变量，受篇幅所限，有关拟合结果没有在表中报

告。括号内数字为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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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方程 10 至方程 12 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扩展了农户的社会

网络资本，提供这种服务的村庄中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发生概率要高于未提供这种服务的村庄中农

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发生概率。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提升了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发生概率，

同时也提升了户主是党员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这说明，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发挥了

对市场的有效引导作用①，仅户主是党员的农户在土地转出中显著得益于政府或村集体提供的土地流

转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土地流转服务未能实现普惠性，仅使部分农户受益。 

对比发现，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并未影响农户的土地转入意愿，却提升了农户土地

转入行为的发生概率。这说明，提供土地流转服务不足以改变农户原本的土地转入意愿，却在一定

程度上发挥了有效引导土地流转市场的作用。提供土地流转服务仅提升了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发生

概率而未提升农户转出土地行为的发生概率，也证实了土地流转服务所发挥的市场引导作用。 

（三）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更具有权力优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这种权

力优势发挥作用的途径与党员身份发挥作用的途径类似。 

从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5 中方程 13 至方程 15）看，整体上，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其有

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要高于家中没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和户主个人能力的

交互项对土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这一结果与表 3 中户主是否是党员和户主个人能力的交互项对土

地流转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有不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对于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户主受教

育年限越长，其家庭成员职业转变的可能性越大。 

 

表 5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及户主个人能力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土地流转意愿 土地转入意愿 土地转出意愿 土地流转行为 土地转入行为 土地转出行为

主要自变量或指标 方程 13 

（二元 Probit） 

方程 14 

（多项 Probit）

方程 15 

（多项 Probit）

方程 16 

（二元 Probit）

方程 17 

（多项 Probit） 

方程 18 

（多项 Probit）

0.3575*** 0.5122*** 0.4081*** 0.1748** 0.3457*** 0.0607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

干部 （0.0761） （0.1211） （0.1146） （0.0788） （0.1278） （0.1316） 

0.0217*** 0.0194 0.0317*** 0.0153* -0.0098 0.0351*** 户主个人能力 

（0.0078） （0.0134） （0.0120） （0.0080） （0.0141） （0.0136） 

-0.0542** -0.0930** -0.0425 -0.0266 -0.0158 -0.0334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

部×户主个人能力 （0.0219） （0.0364） （0.0326） （0.0228） （0.0384） （0.0393） 

-1.3937*** -3.7168*** -2.0526*** -1.2691*** -3.8292*** -2.3147*** 常数项 

（0.3069） （0.5403） （0.4785） （0.3159） （0.6324） （0.5496） 

                                                        
①从调查情况来看，土地流转的需求要小于其供给。对转入户来说，为实现规模经营，他们对转入土地的位置等条件

要求较高，而能够满足其要求的土地数量相对有限，政府或村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帮助农户转入土地，将会有效增

加需求，这正体现了对市场的有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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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卡方值 375.82*** 631.83*** 631.83*** 226.35*** 598.37*** 598.37*** 

伪 R2 0.0896 — — 0.0603 — — 

注：模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资本变量和表 2 中所列的 10 个控制变量，受篇幅所限，有关拟合结果没有在表中报告。

括号内数字为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5 中方程 16 至方程 18 的估计结果显示，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概率要高于家中没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户主个人能力在土地流转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上文的检验结

果是一致的，但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和户主个人能力的交互项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并不显

著。其原因在于，在家庭土地流转决策过程中，作为干部的家庭成员可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他

并未通过户主去影响家庭的土地流转决策，而是直接对家庭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影响。 

从表 6 中方程 19 至方程 21 的估计结果来看，本文得到了与表 4 中估计结果所体现的类似结论。

对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来说，其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尚不足以在短期内影响其土地流转意愿，

他们更可能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来形成土地流转意愿。 

 

表 6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及社会网络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土地流转意愿 土地转入意愿 土地转出意愿 土地流转行为 土地转入行为 土地转出行为

主要自变量或指标 方程 19 

（二元 Probit） 

方程 20 

（多项 Probit）

方程 21 

（多项 Probit）

方程 22 

（二元 Probit）

方程 23 

（多项 Probit） 

方程 24 

（多项 Probit）

0.2563*** 0.3381*** 0.3248*** 0.1249* 0.3214*** -0.0183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

部 （0.0646） （0.1076） （0.0987） （0.0666） （0.1116） （0.1154） 

0.0671 -0.1652 0.1631 0.1281 0.3254 0.0424 社会网络资本 

（0.1411） （0.2478） （0.2128） （0.1424） （0.2478） （0.2376） 

0.2035 -0.4246 0.5650 0.8046** 0.5968 1.6193*** 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

部×社会网络资本 （0.3164） （0.7258） （0.4405） （0.3370） （0.5679） （0.5064） 

-1.3718*** -3.6690*** -2.0559*** -1.2797*** -3.8320*** -2.3562*** 常数项 

（0.3061） （0.5367） （0.4787） （0.3166） （0.6339） （0.5532） 

Wald 卡方值 373.66*** 634.88*** 634.88*** 230.10*** 604.93*** 604.93*** 

伪 R2 0.0883 — — 0.0613 — — 

注：模型中加入了户主个人能力变量和表 2 中所列的 10 个控制变量，受篇幅所限，有关拟合结果没有在表中报

告。括号内数字为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6 中方程 22 至方程 24 的估计结果显示，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提

升了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概率，这仅在土地转出行为中表现明显。究其原因，在土地流转需求小

于其供给时，顺利转出土地的难度较大，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在土地转出过程中应用社会网络

资本，正是其政治身份发挥作用的体现。与户主是党员的农户不同的是，家中是否有成员是干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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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资本的交互项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这也说明了干部的权力优势得到了发挥，假说 3

得到了部分证实。 

为避免上述估计结果存在遗漏关键变量的问题，本文试图将户主是否是党员变量和家中是否有

成员是干部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进行估计，由于存在户主是党员且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这样

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稳健性检验时，本文将这两类农户合并为一类①，并在模型中加

入表 2 中所有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与上文的估计结果相比，稳健性检验中得到的估计结果②在变量

的显著性状况和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 

五、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 28 个省份 3305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就政治身份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整体来看，政治身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重要因素。

户主是党员的农户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要高于户主不是党员的农户，但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概率

在两类农户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其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和土地流转行

为的发生概率都要高于家中没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第二，户主的个人能力、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

用以及权力优势的发挥是政治身份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重要途径。对于拥有政治身份的

农户来说，户主的个人能力越强，其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概率越低，但在实际的土地流转行为中，家

中的干部成员并不会通过户主来影响家庭土地流转决策，而是直接影响家庭的土地流转行为；拥有

政治身份的农户在土地转出的过程中能够应用社会网络资本；与户主是党员的农户相比，家中有成

员是干部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对社会网络资本的应用更加充分，其权力优势特征明显。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政治身份所带来的差异在乡村社会中十分明显。

可以认定，在乡村社会，政治身份相同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一方面，对

于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户来说，户主个人能力的提升使他们更重视土地的“保留意义”；另一方面，在

土地流转过程中，这类农户又能积极应用社会网络资本，家中有成员是干部的农户在这方面表现得

更为突出，政治身份带来了明显的权力优势。因此，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应当防止政治

身份差异所引起的阶层固化，避免乡村社会的发展陷入割裂之中。同时，应确保土地流转政策应用

的普惠性，警惕并避免相关政策的实施使乡村社会产生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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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Political Identity Affect Farmers’ Intention and Behaviors in Terms 
of Land Operation Right Transfe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3305 Farm Households in 28 Provinces 
Fu Zhenqi  Chen Shuy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identity on the intention and behaviors of farmers’ land transfer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3305 farm households in 28 provinces. The study defines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whether the household head is a Party member and whether there are cadres in a househol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Firstly, 

farm households having political identity are more willing to lease out their land operation right. Secondly, farm households 

having political identity are less willing to lease out their land operation right if they have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y can 

better take advantage of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Finally, compared to farm households whose head is a Party member, farm households having cadres have more power 

advantage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the study calls for preventing the stratum solidifica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land reform. 

Key Words: Political Identity; Cadre; Land Operation Right; Transfer Intention; Transfer Behavior 


